3D打印冲击下专利侵权制度应对的新思考——专利质量视角的逻辑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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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消费者个人性的3D打印行为使得现行专利侵权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内学界的应对之说莫衷一是。从专利质量诉求的角度入手，根据利益平衡及权利限制原则，将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之“为生产经营目的”改为“牟利”目的并恰当适用“合理使用”规则是合适的，如此既可增强专利权保护以应对3D打印技术下专利保护受到的冲击，同时也将专利保护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从而可满足公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并有利于社会对优质专利之诉求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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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dea concerning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Regulation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 from 3D Printing——Logic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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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dividual 3D printing behavior of ordinary consumer has challenged the current patent infringement regulation in a unprecedented manner.However,the doctrines of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nowadays are quiet different in our nation.Therefore,from the point of claim on patent quality,we can amend the constitutive conditions of paten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balancing of interests and right limit.Specifically,it is appropriate that changing the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to the ‘for the purpose of profit-making’ concerning constitute elements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applying the rule of ‘fair use’ properly at the same time.In this case,the protection of patent right can strengthen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n patent protection due to 3D printing technology.Meanwhile,the protection of patent right will be limited to a reasonable range so that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can be protected properly and the social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patents can be meet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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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技术冲击下的制度变革争论及其评析

近年来，国内学界就3D打印涉及的专利侵权及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较多研究。作为一种増材制造技术，3D打印即通过3D打印设备打印物品的行为实质上构成专利法上的“制造”行为，这已成为学界目前基本达成的共识。尽管我国现行专利法上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之“为生产经营目的”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以盈利为目的”，[1]但普通消费者个人性的打印行为一般既不具有“生产经营目的”，也不具有“盈利目的”或“营利目的”。基于此，面对该新技术的冲击与发展，专利侵权制度应该如何应对，从而不致使在新技术环境下专利制度的宗旨变得落空，相关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一，专利直接侵权构成要件是否应当彻底取消“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主观要件或者对其作出修改以及怎样的修改；其二，3D打印技术下专利合理使用制度应作如何回应；其三，宏观上专利侵权与保护制度（尤指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应作如何对应性设计与完善。对此，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1）继续将营利目的作为专利侵权责任主观要件已不合时宜，对个人非营利性未经许可实施专利行为的责任豁免应当予以取消。[2]（2）当个人实施3D打印行为实质性影响到专利权人利益时，不宜以非营利目的完全排除其构成侵权责任的可能。[3]（3）应将现行专利侵权责任判断规则中的“用于生产经营之目的”修改为“用于生产经营之目的或损害专利权人合法利益”。[4]（4）“为个人目的”的3D打印可构成专利侵权的例外，但该“为个人目的”应明确界定为“为个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研究、观赏、娱乐等目的，不包括赠与、买卖、借用、租赁等目的”。[5]（5）限制或取消个人非营利性使用侵权豁免等会限制3D打印对专利技术的实现自由以及3D打印等类似新技术的应用，这将使专利法“促进技术进步和知识传播”的宗旨消弭殆尽。[6]（6）在3D打印环境下，产品数字模型（CAD文件格式的产品设计图）的提供者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应成为专利权人的主要“守门人”，应构建“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以使得在没有专利直接侵权行为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仍可追究间接侵权行为人（如产品设计图的提供者或涉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7]也有学者认为，以专利直接侵权的发生为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已不能适应3D打印背景下对专利权有效保护的需要，应该予以抛弃，从而建立与3D打印相适应的新型专利间接侵权制度。[8]（7）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基本可以适应3D打印的发展，对于技术、材料等要求不高、较为简单的3D打印产品，在家庭普及之下，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也同样适用，关键在于权利人如何举证证明在私人家庭中完成并使用的、侵害其权利的“打印物品”。[9]但有学者认为，现行专利制度对利用3D技术的规制显得乏力，基于专利直接侵权规则与共同侵权规则，除教唆外的其他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的各种CAD文档（尤指产品设计图）的制作、销售与传播行为都可能游离于侵权责任之外。[10]于此，上述观点在形式上虽各有不同，但归纳而言实质上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维持说”。该说认为：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包括专利制度）目前基本上可以应对3D打印技术带来的冲击，而无须作出明显的修改或调整。一方面，对于3D打印所涉及的具体侵权行为，可以从“制造”、“复制”与“合理使用”等角度做出定性分析，进而通过直接适用专利法或著作权法，或者作出适应性的法律解释，以应对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在专利侵权构成的主观要件上，不宜改变现行的“为生产经营目的”的要件。其主要理由在于：面对新技术变革，若单纯从专利权人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专利权的保护问题，而忽略了知识传播和技术利用公共自由的实现，将阻碍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长足进步与发展，这在实质上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不公，也违背了专利制度的宗旨。尽管如此，该学说的不足乃在于：其一，在应对个人性的3D打印可能普及化的情形时，现行专利制度到底如何能使专利权人的正当利益不至于遭到实质性的损害，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或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二，以知识传播和技术利用的公共自由为理由，主张不取消或不限制“个人非营利性”的专利实施行为的侵权责任豁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公共利益层面的正当诉求，但其没有阐明当新技术的利用本身导致公共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产生冲突时，如何从实现正当利益平衡的角度妥当处理利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知识产权上的经济利益与公众权益既存在分野也存在融合，往往共荣共生,即便不能仅仅考虑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利益对于专利权这一具有明显财产属性的私权的重要价值。美国前总统林肯也曾认为：专利制度乃在于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否则，若因过度或不当强调公共层面的技术利用自由而不合理地弱化专利权人正当利益（尤指经济利益）的保护与实现，在利益失衡之下，这同样终将导致专利制度宗旨的落空。

第二种是“修改说”。该说认为：为适应3D打印技术可能对专利权保护带来的挑战，应该修改现行的专利侵权制度，以恢复新情势下因专利权“失守”而产生的利益失衡。其具体做法包括取消“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侵权构成要件；或者以“损害专利权人合法利益”或其他同等条件取代“为生产经营目的”要件；或者将非生产经营目的的个人的专利实施行为作出明确的、限缩性的规定，等等。如此，该学说本质上还是以维护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在面对新技术冲击下专利权保护遭遇的不利、困难，从而可能导致所谓的“权利失守”、“利益失衡”的情况下，主张重新调整、修改专利制度，以使得专利权人的利益不致因此受损。显然，该学说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一，取消专利侵权构成的主观要件虽然强化了3D打印环境下的专利保护，但同时也不加区别地拖累并损害了其他情形下专利技术实施之正当自由的实现，是为偏颇与不公；除此，这还很可能诱发专利权人滥诉，使得专利保护与实施的社会成本不当升高。其二，以“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为侵权构成要件，这本属专利法的应有之义，如此规定实则多余；而即便如此，因该要件过于抽象和原则，实践中仍须作出具体解释才能有效适用。其三，明确规定“为个人目的”不包括赠与、买卖、借用、租赁等目的，过于粗略，没有仔细分辨与区别对待，且缺乏具体、合理的解释。
第三种是“另构说”。依该学说，在3D打印时代，传统专利“守门人”制度已非完全

适宜，为了应对3D打印带来的专利侵权认定的困境以及专利权的“失守”问题，应当构建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及规则，从而对专利权提供更为可靠、有效的保护。然而，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学说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仅针对3D打印技术下的行为构建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责任，没有合理兼顾其他技术利用上的正当自由与权益，有失偏颇与公允。其二，仅仅因为3D打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便构建独立的间接侵权制度，从结构上对专利侵权制度作出原则性的改变，虽充分顾及了专利权人经济利益的维护，却没有审慎考虑利益平衡，过度强化专利权的保护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合理地阻碍新技术的传播、应用与发展，从基于技术进步与利用的公共自由与利益之实现的角度看，这同样会造成新的利益失衡和不公平，不符合专利制度的本旨。其三，在法理上，构建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责任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理论上一般认为，间接侵权责任应该以直接侵权责任为前提，否则，间接侵权责任的独立存在不合乎一般的法律逻辑。该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责任在本质上应该还是直接侵权责任，只不过这种直接侵权与一般意义上的实施专利的直接侵权相比显得不同罢了，其虽可冠以”专利间接侵权“之名，但实质上确是一种特定的直接侵权，甚至可以不以“专利侵权”命名，如果将专利侵权的客体与行为严格限定在传统的专利侵权构成范围之内的话。

    二、专利侵权制度应对的理论逻辑
那么，该如何回应以上问题呢？从根本上讲，回答该问题的逻辑起点应是专利制度的宗旨，而专利制度的演进与实践证明，专利制度宗旨实现的过程往往又表现为利益平衡思想指导下的专利增长与专利质量控制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从美国在20世纪末期至今的专利制度、规则和政策的调适、变化来看，尽管其在国际层面一如既往地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但在国内，基于竞争机制和专利保护合理平衡的思想，还是谨慎地调整了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放弃了一味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思维与做法，而更加注重专利质量的控制与提高。[11]可见，专利质量诉求本质上反映了利益平衡的原则，其出发点与归宿乃是专利制度的宗旨。因此，面对新技术革新带来的权益冲突与利益失衡，专利侵权制度的应对可从专利质量控制与提高的角度找到有效而具体的切入点。而所谓专利质量是指专利满足专利法为推动技术应用，促进科技进步所提出的各种实质的、形式的标准和要求的程度，它包括专利权的质量、专利技术的质量和专利文件的质量。[12]由此，优质专利主要体现为三点，即专利权要可靠；专利技术的创造性程度要高、实用性要好；专利文件要清楚、准确和详实。除此，对专利质量还可以从专利的经济价值、产业价值或商业价值以及社会效用、效益等评价指标的角度来理解。

毋庸置疑，与传统的产品制造相比，3D打印使得产品的制造、复制变得简单、快捷、易于个人化和家庭普及。因此，与普通打印机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版权侵权成本的情况相类似，3D打印技术使得“专利侵权”也呈现出“版权化”的倾向。[13]在专利权“失守”与利益失衡的情势下，理应修改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以增强专利保护。然而，如果不当改变侵权构成要件，如取消专利实施目的之主观要件，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即对社会整体专利质量的提高造成不利，或者导致得益于优质专利的社会整体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其一，低质专利由于其产业价值一般也较低，实践中鲜有“为生产经营目的”的实施，而出于专利实施成本和条件的限制，个人性的实施则更少，即使遵照我国现行专利法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之规定——其内含的逻辑之一在于控制“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专利实施行为，这也基本不会对专利权人的利益造成过度损害。相反，优质专利一般具有较高的产业价值和商业价值，因而值得更好的保护，值得对“为生产经营目的”的实施进行控制。但是，假使任何未经授权的非“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个人性专利实施行为将构成侵权，如果专利质量够好、价值够高，这也不足以有效阻止个人性的专利实施，相反，它还会促使实施行为人尽力隐匿实施行为及证据，这既不利于新技术利用和传播的公开与宽松，也提高了专利权人维权的难度和成本，结果将是在权利人与实施行为人之间形成利益上的“双输”。正如面临传统的普通二维打印，著作权上的复制权不应禁止合理范围内的、个人目的的复制一样，否则，非但不能有效阻止侵权，维权的社会成本还将升高，其结果会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受损。反之，如果专利质量不高、经济价值偏低，基于收益与成本的算计，个人性的专利实施不会过多，即使有一些，这也不会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过度损害，因为其实施的数量、范围、程度等一般不会过大、过高，况且，该专利的价值原本就不高，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防止个人性的专利实施没有足够的现实意义。其二，如果为了防止非“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个人性的专利实施（尤指个人生活消费目的的制造、使用）而彻底取消“为生产经营目的”或类似的侵权构成要件，很可能会导致社会整体专利质量的下降。其理由在于：由于专利侵权构成变得简单，判定和追诉侵权的难度会进一步下降，在无须更多考虑其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的专利保护措施与策略的前提下，为了形成并扩大依赖“专利灌丛”和“诉讼围剿”策略的竞争优势，权利人更将快速增加包括大量没有产业价值的“垃圾专利”、权利不可靠的“问题专利”等低质甚至劣质专利在内的专利的数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牺牲社会整体专利质量，从而违背了专利制度的宗旨。继而，它还会导致针对“专利侵权”的诉讼的增加，甚至诱发滥诉，如针对任何目的的专利实施行为进行基于恶意“竞争策略”的起诉，从而将扰乱专利制度期许的、合理的专利竞争市场，对社会整体专利质量的提高造成不利、干扰，甚至是破坏。如若这样，一方面，基于专利诉讼以及由此引发的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权利救济的社会成本会增加；另一方面，这还会导致大量“问题专利”的无效，而即便是低质的“垃圾专利”也会因此变得不可靠，如此易在较大程度上促成社会层面上专利权不稳妥的情势，从而对社会整体专利质量的评价、专利质量的建设以及公众信任造成现实以及潜在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即便是要加强专利保护，专利侵权制度的应对也不能简单地采用取消侵权构成主观要件的做法，而应考虑合适的修改或替代。一般理论认为，个人在享受权利时往往与他人的权利相冲突。[14]所以，“任何权利，惟于合法限制之范围内，有其存在”。[15]且事实上，专利法在创设专利权的同时制造了私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紧张与冲突，通过合理的权利限制，寻求利益之平衡是专利法的生命线。[16]在现代社会，虽然个人私权与公共利益基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其在终极价值追求上具有统一性，但在具体的逻辑中两者难免发生冲突。然而，赋予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财产，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17]因此，当私权与公共利益在具体的权益层面发生冲突，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私权应当作出妥协，这符合法律的一般正义。美国最高法院曾在经典判例Mazer v. Stein中就美国宪法关于专利条款之原则的解释指出：“授权国会可以赋予专利的条款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深信它是通过科学和有用技术领域的发明家的才智提高公共福利的最佳方式。”[18]同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7条也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行使，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与技术传播，以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技术知识的使用者互利。但同时也要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民法，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与私权保护始终是法治思想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要义，所有的法律义务和责任都应是围绕权利的保护而设定的，因此，即使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诉求，对私权进行限制也必须审慎考虑其合理性及其中的利益平衡关系。

如是，身为民法特别领域的知识产权法在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私权的同时，也对该私权进行了特定的限制，例如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即是对著作专有权利的限制。而正是由于著作权必须最终服务于更为重要的社会利益，《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均以基本相同的措辞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对“专有权利”作出限制或例外，但它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得无理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限制“专有权利”的“三步检验标准”，其实质含义在于，对相应条款的制定和解释应当适当、合理，不能导致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和严重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后果。[19]据此，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也规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同样，作为对专利权的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不视为侵权”以及在先使用权的保护等也被有的学者视为“专利权合理使用”。[20]尽管如此，我国专利法却没有个人使用方面的专利“合理使用”的直接规定，而有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则对于个人使用也规定为是合理使用。[9]显然，无论针对的是著作权还是专利权，“合理使用”都有其必要的共性特征，即对“专有权利”的“合理使用”应该遵循必要的前提条件，而该条件取决于“合理性”，其包括使用目的的正当性、使用方式的无害性、使用范围的适度性、损害结果的有限性等。从另一个角度看，该前提实质上也可被视为是一种权利限制，是对为了限制专利权的“合理使用”权利的限制，其目的乃是在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中取得最佳程度的权益平衡。可见，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其实就是基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诉求而对私权属性的“专有权利”进行合理限制，从而尽可能满足利益平衡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实现专利制度宗旨的方法主要是应在制度、规范的动态调整中合理地保护并限制专利权，从而尽量避免权益失衡。由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专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合理性”。仅从法理上看，笔者认为，应以不破坏利益平衡的权益诉求之“正当性”为准则，通过私权限制的“程度”、“范围”等因素对该“合理性”进行评判。换言之，如果对专利权的保护导致公众权益的正当诉求受损，继而破坏了专利制度宗旨赖以实现的利益平衡，则该权利保护即为过度，也就不合理；相反，如果对专利权的限制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或范围，导致在实质上过度或过大地损害了专利权上的正当利益，则该限制应被认为是不适当、不合理的。因此，对专利权的合理保护与限制，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应当不违反权利的正当诉求，在利益的损害与保护范围上应当符合程度控制的要求，而其核心是要坚持利益平衡原则。至此可见，3D打印环境下专利侵权制度的应对及规则的修改，既需要针对性地加强专利保护，又应参照著作权法上专有权利限制的“三步检验标准”，从而得以合理规制3D打印中的专利权保护与限制、专利侵权与合理使用等问题。另外，再就我国目前的实际而言，在以专利质量为重心的专利强国战略的要求下，利益平衡原则下的专利权扩张与权利限制之间的较量及其相应规则的构建还应该不得妨碍社会整体专利质量的控制与提高。
三、专利侵权构成要件的修改及解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专利侵权制度的应对只需将专利直接侵权构成要件作适应性修改即可，即不可完全取消目的方面或类似的主观要件，而将现行侵权构成之“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主观要件改为“牟利”目的是较为妥当的。具体而言，通常意义上的“牟利”概念应当具有广泛的涵义，它一般是指牟取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用语，这里所说的“牟利”概念的涵义应当适应法理上的要求。因为严格来讲，“为个人使用目的”也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牟利”性，只不过利用物品使用价值来满足个人消费需求所体现的利益性不表现为交换价值或经济上的对价所体现的利益性而已。但根据知识产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原理，对于“为个人使用目的”而打印专利产品的，因为普通消费者个人已经为利用该新技术支付了必要的对价，即出资购买了3D打印设备，因此该打印行为具有公众在新技术利用上的一般正当性，并且该打印产生的产品的数量、范围等一般都很有限，通常不会对专利权人的正当利益造成过度损害，从而不宜被认定为侵权。鉴于此，这样界定才更为合理，即将该“牟利”概念中的“利”特别地限定为任何形式的、经济上（或财产上）的对价或有偿，而不泛指任何意义上的利益。但同时也要看到，“为个人使用目的”打印专利产品的行为人为获得打印设备而支付给设备销售者的对价毕竟没有直接补偿被打印产品的权利人的利益损失，这主要表现为消费者个人通过打印获得专利产品会减损专利产品的销售或者有损专利产品的潜在市场，因此有必要对该打印行为的有害程度、范围等作出限制，并对其引发的后续关联行为进行合理控制，否则专利权人的利益同样会遭到不当损害。具体地，可从被打印的专利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或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其总的市场价值作出范围限制，如果超过了限定的合理范围从而对权利人造成过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此种情形下，该“为个人使用目的”的打印行为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合理使用”的一般正当性，而应当作为“为个人使用目的”的打印行为不构成侵权的例外，要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除此，考虑到现实生活的惯常与侵权举证的制约，再借鉴著作权合理使用中“个人使用”的规则及合理解释，该“个人”可以扩大解释为仅包括共同生活的成员的“家庭”；该“使用”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个人生活消费的合理范围内，如居家使用、个人的欣赏、学习、研究、实验以及其他生活性使用等，如果超出了该范围限制，则可要求行为人就打印行为本身承担侵权责任，而无须考虑其打印后的具体使用行为，如此才能避免对产品专利上的正当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

相反，“为个人使用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而打印专利产品的行为通常具有“牟利”性，从而会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权人的正当利益，应当被认为构成侵权，其中，“为生产经营目的”的打印行为显然应该属于此范畴；另外，还有一种明显的情形是未经授权为了向他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除外）提供专利产品以图牟利而实施打印的行为，如以出售、出租专利产品为目的的打印行为，因为该“牟利”性行为在实质上将有害于产品专利上正当利益的实现，这主要表现为它极可能对专利产品的正常市场销售造成较大不利影响以及不当逃避了应当支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然而还要指出的是，与“出售”、“出租”不同，“赠与”、“出借”及其等同情形具有经济上的无偿性，即从行为目的上看不具“牟利”性，其在实质上类同上述“为个人使用目的”的情形，因此，该目的下的打印行为一般也不会过度损害专利权人的正当利益，但也应受到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分行为自由上的不当，毕竟这里的赠与人（或出借人）和受赠人（或借用人）不属于同一个仅包括共同生活的成员的“家庭”。由此，如果因该行为引发的后续关联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者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或合理范围，例如受赠人将所赠专利产品进行出售，从而对权利人正当利益的实现造成实质上的不利影响或损害，则该行为在间接因果关系上可被认为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此逻辑，对于“赠与”、“出借”及其等同情形，如果受赠人、借用人等利用专利产品的行为符合上述“个人使用”及“合理使用”的范围要求，那么赠与人、出借人等的打印行为理应不宜构成侵权；否则，也可要求作出赠与、出借等行为的打印行为人承担特定的侵权责任，如基于连带行为关系的共同责任，当然，此时还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另外，为了从客观因素方面对“牟利”目的作出判断，至于实现该目的的具体行为方式可以不作限制，除了生产经营、个人之间的出售、出租之外，还可以是物物交换等。因此，与通常所说的“营利”不同，牟利的方式可以是非经营方式，可以是非持续的、不固定的；可以是单次的、零散的；可以是没有规模的、不成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营利”应该被包含在该“牟利”的范畴之内。之所以对“牟利”的行为方式作如此宽泛的解释，主要是为了顾及可3D打印产品的专利权利人在权益维护上的“弱势”地位，从而需要对3D打印行为进行严格的规制，以此避免权益失衡。可见，相较于现行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之“为生产经营目的”，“牟利”目的的范围有所扩大，一定程度上可阻却某些非“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个人性的专利实施行为，而这些行为也很可能会给专利权人的利益造成不当损害，例如为了出租、出售物品而通过3D打印对相关专利产品从事个人性的制造；另一方面，这又没有禁止不具“牟利”目的的“纯正”的个人性实施行为，例如为了在个人生活上消费物品而自行打印相关专利产品，如此既没有完全免除任何情形下的个人性的专利实施行为的侵权责任，从而增强了对专利权的保护，同时又考虑了非“牟利”性的“纯正”的个人性专利实施的正当利益诉求及其“侵权”责任的豁免。据此，面对3D打印技术背景下的个人性的专利实施，在兼顾了正当的公众行为自由及利益诉求的前提下，专利排他实施的范围得到了有限的扩大，这符合专利立法的利益平衡及权利限制原则。

据此，针对正当目的的个人性的专利实施行为，尽管立法上不应作禁止，但保护专利的其他正当个人自由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由权利人通过私力保护来实现，对此法律同样不能阻止。譬如，基于利益保护与控制的需要以及保护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当在法定要件上无法追究侵权责任时，为了阻止“纯正”的个人性的3D打印行为，理智的权利人会转而采取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通过加密等技术措施防止专利产品被3D打印技术任意“复制”，而前提是这样做值得，即专利的经济价值较高，而技术措施保护的成本相对较低；否则，专利权人会有选择地放弃或部分放弃“不划算”的低质专利，或者会弱化对该低质专利的保护，一旦如此，便有利于社会整体专利质量的提升，或者有利于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同样，对于非“纯正”的个人性的3D打印行为，在现实中的专利侵权举证及判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权利人亦可采取诸如技术保护措施、技术联盟集体组织“让利”性的专利实施许可、加强反侵权调查取证等措施来保护优质专利及其利益。换而言之，对于创造性较高、价值较大的优质专利，在可观的利益的驱使之下，即使立法上有严格的保护性规定，这也难以完全阻止他人进行不法侵害的冲动。再者，由于优质专利的专利说明书等文献一般也会比较详细、清楚以及专利的实用性也较好，该专利技术容易受到基于3D打印技术的“复制”行为的“侵犯”。不仅如此，对于权利可靠的优质专利，为了规避因侵权而被诉的风险以及被诉侵权后的被动局面，行为人还极可能会采取隐蔽或其他类似手段从事非“纯正”的个人性的专利实施，以此增加举证证明侵权的难度。另一方面，还为了防止利用3D打印技术从事非“牟利”性的产品制造等不受法律禁止的个人性专利实施行为，当仅仅依靠法律上的侵权诉讼及其他权利救济方法而不足以垄断优质专利上的经济价值和利益的时候，有理由认为权利人很有可能会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等方法对专利加以额外保护，而这种额外保护反过来又将在总体上巩固并催生更多的优质专利。譬如，权利人可通过控制可3D打印专利产品数字模型的秘密性、复杂性或转化使用难度等方法，防控他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形下获得3D打印所需的产品设计图等文件，或者增加产品数字模型被任意“复制”或作其他使用的难度，从而尽量减免消费者个人性的3D打印及其普及带给权利人的利益损失。在这个意义上，该做法其实类似于以防止“盗版”为目的的软件著作权的技术措施保护。再从相反角度看，首先，就创造性、实用性较低的低质专利（如“垃圾专利”）而言，由于其经济价值、应用价值、效用等一般也较低，又受到3D打印使用成本的制约，其相关专利产品受到较大范围的个人性的3D打印或大量制造、大面积使用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无需特别措施的保护。也正因为这类低质专利在产业上或商业上的价值不高，这也使得专利权人不愿额外通过法律保护之外的技术措施等给予其保护，如此一来，一旦相关产品的3D打印因为成本下降等原因而得到普及，广泛的、个人性的3D打印便难以有效控制，这将给权利人造成明显的不利，从而会促使其反思要提高专利质量。其次，就劣质专利（如“问题专利”）而言，由于其权利的可靠性较差，亦或者其原本就不具有可专利性（如专利“三性”），其几乎不可能获得额外措施的保护，从而导致其在面对个人性的3D打印的“侵犯”时往往显得乏力，即使打印行为人被诉侵权，由此可能形成的侵权抗辩理由（如针对“问题专利”的现有技术抗辩、专利无效抗辩等）也会显得较为有效、稳妥，这会对专利权人形成诉讼上的不利或无益，从而会在较大程度上促使其放弃对该专利的相关保护，继而很可能导致该专利被适时地放弃，如此这将促使专利权人在日后尽可能提高专利的可靠性乃至专利整体质量。由此，即便优质专利的数量没有增加，但从相反的一面看，低质、劣质专利的减少也将抬升社会的整体专利质量和水平。总之，对于“问题专利”、“垃圾专利”以及其他的劣质、低质专利而言，要么其专利权不可靠，要么其经济价值本来就不高，难有理由获得更多的额外保护；再加上其创造性一般较低、技术相对简单，容易遭到且难以对抗利用3D打印技术的个人性的制造、“复制”行为的“侵犯”，从而导致这些专利更难获利，在利益权衡之下，这会促使专利权人更加理性地看待和更愿意从事优质专利的研发、利用与维护。不难发现，在基于上述规则的专利保护、侵权与救济的思维逻辑之下，围绕优质专利及其背后的利益，权利人会合理、审慎地把握自己的行为选择以应对3D打印环境下的个人性专利实施，从而尽量免受任何无益或不利，因此，该逻辑下的私权保护与权利侵犯及其救济的私力博弈，可打破传统“零和游戏”的规则宿命，能实现共赢，即形成基于优质专利的权利人受益与公众受益的共同受益局面。

结语

    难以置否，虽然当前3D打印技术的应用导致了人们某些行为、生活乃至部分社会生产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但这还不足以动摇现行专利制度的宗旨。就目前而言，为了满足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传播和应用乃至增进社会福利的宗旨，即便3D打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可能造成专利权一定程度上的“失守”，围绕专利制度的宗旨和利益平衡原则，其所能引起的制度变革也应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在该宗旨与原则之下，出于正当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以及专利质量控制与提高的诉求，这个范围既要考虑到专利保护在侵权责任构成上的适度扩大，同时也要考虑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公众层面基于正当目的而享有的技术传播与应用的自由与便利。因此，适应性地修改专利侵权制度及侵权构成要件，将直接侵权构成主观要件之“为生产经营目的”改为“牟利”目的，并结合“合理使用”规则的适用，正是符合了这一指导思想，因而是妥适的、合理的。当然，随着3D打印技术及其应用的进一步变化与发展，不排除将来应当继续对专利制度、侵权规则等作适应性的动态调整与改变，以满足新情势下可能出现的利益失衡与再平衡的需要，而即便如此，也都应该回应具体体现专利制度宗旨的专利质量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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